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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文化的文藝復興 

幾個月前，曾得三次普立茲獎的紐約時報專欄作家湯瑪士．費里

曼先生來台訪問，我們晤談了一小時，他的興趣圍繞著中國大陸的「

大國崛起」。費里曼說對於中國的「崛起」，西方觀察家及學者有兩

極端的看法，一派看法認為大國崛起勢不可擋，因而成為西方的最大

假想敵；另一派則認為中國內部問題太多，此一「崛起」乃是曇花一

現，終難持久。於是他問我的意見。 
我的看法是中國大陸經濟的「大國崛起」已是事實。我這樣說主

要的根據是台灣經驗。回顧大陸自「改革開放」以來的發展過程，可

以說一步步都是參循台灣的經驗前進；如果台灣以兩千萬人的規模能

夠創造舉世聞名的「台灣奇蹟」，以大陸人口之多，幅地之大，文化

背景之相似，以同樣的模式發展經濟而成為崛起大國，是不足為奇的。 
然後我們談到一些中國大陸當前特有的有利條件。 
當世界各國都在熱烈討論「舒適、快捷的大眾運輸」時－很少國

家能像中國大陸一口氣規劃興建兩萬多公里的高鐵，兩萬多公里的高

鐵計畫的可行性主要根據是巨大的乘客量，將足以支撐興建及運營的

投入，長期營運及發展，而將成為世上第一個高速運輸網，將全國大

部分的一線、二線城市用快速、舒適、低汙染的大眾運輸工具相連結。 
另一個全球都在熱烈討論的議題是「替代能源」。以目前的能源

科技來看，比較成熟且能大量應用的「替代能源」不外乎三種：核能

、風能、日光能。據悉中國大陸目前有四十多座核電機組在興建中，

風能與日光能都需要廣大的空地來鋪設，而大陸西部、北部廣大人稀

的地區不乏興建風能及日光能發電的良好場地。 
這一切都顯示，大陸今日是大力興建高鐵、核電、風電、日光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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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國，他日必將成為高鐵及替代能源技術及運轉系統的最大輸出國

。這些發展都對大陸的「崛起」提供更有利的條件。 
最後，費里曼談到了歷史學家湯恩比的預言：十九世紀是英國人

的世紀，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。 
我的看法是： 
如果問題是，中國是否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製造國，全球最

大的消費市場，答案是肯定的（已經是了）。它甚至可扮演全球經濟

衰退時走向復甦的帶領者。但是如果問題是中國是否能會成為二十世

紀的美國或十九世紀的英國，我的答案是「不，不會」；除非中國能

對全人類的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（十九世紀的英國人帶給世界的不只

是船堅炮利的殖民主義，二十世紀的美國給世人的也不只是好萊塢及

華爾街文化。） 
這次談話引發我更進一步思考：中國大陸如果要想在文化上對全

世界作出重大貢獻，他必須從固有的中華文化中去尋找精髓，也必須

從二十一世紀的新潮文化的接軌及融合中吸取經驗。 
不可否認的，在這兩方面台灣都具有一定的優勢條件。 
自從二○○八年馬英九總統就任以來，兩岸立即出現前所未有的

和平氣氛，直航後兩岸的貿易及投資熱絡，大陸來台觀光客達到平均

每日三、四千人，ECFA 簽定後兩岸經貿關係更進入新里程，這種情

勢固然為台灣帶來新的繁榮契機，但也引起相當程度的疑慮與不安。

其實開放、鬆綁、脫離鎖國是台灣最佳的策略，從台灣數百年的歷史

來看，它一直是一個面向海洋的移民社會，雖然中華文化是它的根底

，但這個移民的文化中先天就具有較大的包容性，也因此形成了文化

的多樣性，在多元文化的良性互動之下就產生了更大的創新性。這就

是我們的軟實力。兩岸之間的中華文化固然是最大公約數，但我們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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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地方的創新卻呈現文化上前所未有的蓬勃面貌，我們應有信心地

走出去，發揮我們的特色。 
台灣文化的包容性、多樣性及創新性表現在台灣的人及台灣人的

生活上－因為，靜態的文化在博物館及美術館裡，活的文化就在人的

身上：在誠品書店、在捷運車站中，也在夜市小吃攤上，是台灣「人

」，台灣人的「生活」。 
這種特色也表現在風靡國際的台灣藝文傑出人士身上：林懷民、

許芳宜、劉國松、余光中、侯孝賢、李安……他們每個人都有深度的

中華文化底蘊，也都吸取了深度的西方文化養分。 
另一項大陸朋友驚嘆的是台灣的公益及志工文化。兩個台灣公益

團體認養的國際貧苦學童就達到二十多萬人，捐血者占全人口的百分

之八，青年志工以百萬計，公益和志工實已成了台灣文化中的一部分

，「禮運大同」篇說：「貨惡其棄於地也，不必藏於己」，這就是今

天我們所說的「公益」；「力惡其不出於身也，不必為己」，這就是

「志工」。 
台灣正在將兩千年前的中華文化用二十一世紀的理念具體實踐。 
今天中華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一個「文藝復興」。這個「文藝復

興」不是復古，不是回到從前，而是以傳統文化中的精髓與二十一世

紀的思潮、文化接軌，為全世界提出新的普世價值。 
儒家所推崇的仁義之道、中庸之道等思想在孟子的論述中凝聚成

為「王道」兩字。我認為中華文化能對人類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，便

是如何將「王道」的思想融入並成為二十一世紀思潮的主流。 
兩千多年前孟子所提倡的「王道」，如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類安

身立命進而求發展的基本動力﹖「王道」對個人的修養、群體的發展

及關係、影響是什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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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道精神與兩千年蓬勃發展出來的科學的關係為何？在新而巨大

的科學認知下，「王道」內涵須作什麼樣的補充或修正？ 
在人類面臨越來越嚴峻的生態挑戰的時候，在地球加速走向暖化

巨變的關頭，「王道」會為二十一世紀人類的行為模式中注入什麼樣

不同的思維？ 
過去幾百年的全球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一日千里的變化，科技愈進

步、產業愈發達、供需愈複雜、利益愈集中、弱肉更強食、衝突更激

烈、戰爭更頻繁。王道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發展上能帶來

什麼樣的新方向？ 
在國際政治上也呈現類似的趨勢及變化。二十世紀的兩次世界大

戰都造成戰後國際政治勢力的重新分配，霸權之間形成恐怖的平衡，

弱國小國或各倚靠山，或狹縫求生。 
然而，為什麼戰國時代的孟子，提倡「王道」遊說齊魏終其生而

無功，兩千多年後更複雜的時代，卻反而要來談「王道」呢？ 
誠如湯恩比說的，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的美國都是「超級

強國」，但這兩個「超級強國」他們都是霸權。其實「超級強國」及

「霸權」是互為因果的，因強而霸，也因霸而更強。但我們要問，二

十一世紀的世界真需要有另一個這樣的強權來「維護」世界秩序嗎？ 
其次，孟子在兩千多年未能有成，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凡大國都

聽不進去。當時所有的大國之主皆迷信霸道，力求壯大國力併吞小國

，一戰而霸千里，再戰而霸天下；沒有大國願意奉行「王道」，孟子

的理想終難實現。 
於是孟子只好舉湯七十里、文王百里由小而大的例證。他說：「

以力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；以德行仁者王，王不待大」。我們要問

的是：「何如既大且王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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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何如既大且王？ 
其實在二十一世紀初期，東方有一個強國曾被人期待有機會實現

「王道」的理想，這個國家就是日本。它剛從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

大戰中贏得勝利，崛起於東亞成為新興列強之一，一九二四年十一月

孫中山先生由滬赴京，過日本時在神戶作了一次演講，其結語談到日

本已具西方「霸道」的力量，也具有東方「王道」的底蘊，它「對於

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作東方王道的干城，就

在日本國民的詳審慎擇」。 
當然日本在迷信軍國主義的潮流中是不可能聽得進中山先生的諍

言，它畢竟一步步走向霸權的侵略之途，六年後發動九一八事變占據

東北，再六年發動七七事變，和中國全面開戰，再四年後發動太平洋

戰爭，千萬生靈塗炭，它自己也吞下戰敗之苦果。 
孟子身後兩千多年，終於有一個國家因緣際會在經濟上崛起，它

的崛起不是因為一戰而霸，乃是由於國際經濟勢力的消長及供需態式

的演變，為一個人力及市場空前龐大的國家提供了繁榮發展的空間及

動力，更由於西方財經運作的制度及文化出現了前所未見的弱點，致

使這個國家龐大的內需成長成為全球復甦的希望所寄，它在這種情況

和條件下崛起為大國，然而，它尚非霸權。 
它要追隨歷史上西方列強的足跡追求雄霸天下而成為二十一世紀

的新霸權？還是要用不同於西方的智慧及思維，用新世紀的王道精神

，為人類的教養行為以及世界經濟、政治、生態保護、社會正義的運

作提供新的普世價值？ 
如果是後者，這個大國以新世紀的王道精神，運用其龐大的國力

及經濟優勢，建立一種新的供需體制，用仁愛、公平、正義的王道思

維來幫助弱小、需要協助的族群及國家，讓他們能有尊嚴地各自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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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經濟及文化特色。 
如果這個大國以「己所不欲，勿施於人」的仁心及恕道來處理族

群間及國際間的爭紛，較之於「己所欲，必施於人」的西方思維，這

是王道的關愛，二十一世界的地球村中將洋溢著「己所不欲，勿施於

人」的相互尊重，文化的多樣性將如百花齊放、百鳥爭鳴，人類進入

一個全新的人文的大世紀。 
二十世紀留給人類最大的問題：傳統能源枯竭、生態失衡、地球

暖化。回顧數千年前孟子就告訴梁惠王說：「數罟（密網）不入洿池

，魚鼈不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林，材木不可勝用也。」為何兩千

多年前有如此先進的看法，其實這乃是孟子用王道的思維來看待自然

資源的結論，一點也不令人意外。然而二十一世紀人類面臨的資源、

生態、暖化等問題遠較孟子時代複雜得多，其中除了人文還牽涉許多

跨領域的科學，需要更精緻的整合，更大膽創意的研究來支撐，不過

王道的思維仍是處理這些問題終極答案的核心思維。換言之，二十世

紀末西方提出的「永續發展」的顯學，將因融入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

中的王道而得到顯行。 
至於大家所關心的兩岸關係，馬英九總統今年元旦致詞中說：「

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，讓台灣維持和平發展，讓兩岸人民透

過經貿、文化各方面的深度交流與合作，增進瞭解、淡化成見，並在

中華文化的基礎上，為兩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行的出路。」 
我認為這條出路的第一步就是以實行「王道」來處理兩岸問題。

在兩岸談判 ECFA 時，一位大陸朋友說：「我們注意到『讓利』之說

令有些台灣朋友不舒服。」我就對他說：「讓利何如讓義？」 
在王道的思維裡，讓利不如讓義。 
另有一位大陸的學者曾表示：「讓利不是正確的說法。當年大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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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窮困時，來自台灣的投資和技術對大陸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益，

現在大陸經濟強大了，所謂讓利其實是一種飲水思源的回饋。」就像

台灣諺語「吃果子拜樹頭」的說法，是王道思維的說法。 
中華文化要對全人類文化作出更重大的貢獻，此其時矣。當全球

的問題日趨嚴峻，以西方文化為基礎的解決之道漸入瓶頸，正是中華

文化趁大國崛起而發揮其影響的時機，正如孟子說的：「當今之時，

萬乘之國行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，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

，惟此時為然。」 
然而，要使中華文化在二十一世紀中發揮其巨大的影響力，該先

做好的事還很多；如何透過教育讓民族的每一份子具有中華文化特有

的底蘊及氣質，如何建立完整的、具新世紀世界觀的王道論述，如何

具體而微地實踐在各方面的政事上，讓全世界都體驗到王道的經濟發

展、王道的扶助弱勢、王道的社會公義、王道的處理國際爭紛、王道

的永續發展，讓全球人享受到這種文化帶來的好處。 
台灣的文化實有條件在這一波「文藝復興」中扮演「尖兵」及「

催化劑」的角色。 
我們應一面加強文化建設及文化教育，一面邀集兩岸及海外學者

專家廣泛而深入地探討、研究、論述，讓儒家傳統學說中最具體而微

的王道思想徹底融入二十一世紀，結合現代科學、哲學、經濟、生態

、政治等相關學問，重新塑造新世紀的「王道」，為人類提出一種新

的普世價值與一套具體可行的作法，作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最大的

貢獻。 
這也是台灣在世界文化中能作最偉大貢獻的契機，台灣人切莫錯

過。 
謝謝。 


